





    文化以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为基本结构，其中，精神心理文化又称文化心理，是人类主体意识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人与自然、社会、自我关系的创造活动的过程和成果，由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宗教意识、民族性格、艺术审美等因素构成，通常体现了某一民族、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化精神。
    本文将按两大历史分期，即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初、1970年代中后期至今，探讨中国新文学如何从中华文化精神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泰华新文学，并促使其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探索泰华新文学表现中华文化精神的经验和特点。




    （一）探索个性自由的新观念。中国现代的个性自由观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时代发展，个性自由的内涵也有所不同。“五四”时期，最早接受自由观的青年学生以追求个人婚姻的自由为首要表现，鲁迅的《伤逝》则将矛头指向启蒙运动的不彻底及其脱离中国社会现实的历史局限。随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经济掠夺使人们的爱情理想在恶劣的大环境中幻灭，1946年，巴金的《寒夜》暴露了耽于一己享乐的个性自由观念的弊端。50年代初，作为一位追求个性自由的全新女性，林道静把个性自由转向为大众解放的事业，找到了一条通往尊严与永生的自由之路。
    20年代末30年代初，泰华新文学出现反映个性自由的作品，其间关于个性自由的新意识有不同特点。1934年林蝶衣的《风筝的残骸》象征追求个性自由的女性遭受摧残。二战之后，泰国经济基本恢复，华族争取个性自由的主题得到进一步发扬。1950年代，《家风》​[2]​中的萧悱坚决通过师资考试赢得自由，并帮助已成寡妇的三婶逃离令人窒息的家庭。此后，随着民族意识的萌生和女性受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华侨华人的个性自由观念日益加强，且逐渐地与为民众幸福而努力的进取精神融合起来。如兴记号老板​[3]​家的大女儿便在四姑娘的鼓励下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并决心成为一个比较有用的人。
    在表现个性自由方面，中国新文学明确指出个人自由必须同社会斗争相结合，泰国华族作家则没有为个性自由赋予具体、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秉承忧民忧国的优良传统。20世纪上半叶适值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成长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意识到自己担负着社会使命。泰华作家也从以下两方面关注生活困苦的人民。
    其一，同情饱受欺凌、生活困苦的平民。193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出现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佳作，如老舍的《驼驼祥子》，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等。30年代，已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泰国不可避免地受1929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火砻（碾米厂）的经营日益窘困，火砻老板对工人的压榨也愈来愈残酷。1934年，林蝶衣的《关帝庙口》便描述了一位被米袋压伤的工人的惨遇。
对于各自的社会问题，作家们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其差别在于茅盾的笔触更细密，并对30年代初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危机作了层层深入的剖析。
    其二，临家园故国罹难，起保家卫国之心。抗战时期，中国文人在颠沛流离中写下了爱国诗篇，如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艾青的《向太阳》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苦难祖国的一片真情和对光明未来的由衷期盼。







    广义的道德情操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三个层面。本文所指的道德情操仅涉及家庭伦理，并将之缩至爱情婚姻与孝道两个方面。在爱情婚姻上，两国华文作家都肯定其合理的方面，抨击了封建旧道德与资产阶级腐朽的道德观。
    （一）爱情婚姻的观念。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爱情婚姻观仍然没有摆脱非人的、虚伪的和专制的封建意识，这从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罗淑的《生人妻》、巴金的《家》中可以看出。比较而言，泰国华侨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好些，因贫穷导致的爱情婚姻悲剧较少，但其封建意识的表现层面与中国的相仿。在泰国，华族男子虽不可三妻六妾，却能寻花问柳。譬如，萧悱的三叔生活过得特别散漫，而三婶只能原宥他，待他潜伏的性病复发也只得隐忍着。
    与被迫守节的女性不同，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的物欲观开始腐蚀中国人和泰国华侨华人的真情，如《日出》中的陈白露和吴继岳笔下​[5]​的黄玉英，只是相形之下，中国女性的道德冲击感更强。因为陈白露的心灵深处依然向往真纯自由的生活，并以死获得解脱；黄玉英却不再为自己辩护了，“牺牲”了爱情的她已经无法离开没有金钱和事业的生活。
    （二）孝道的审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感应时代召唤的知识分子滋生了新的“忠孝”观，即为解放大众的革命事业而奔波，这种观念有悖于“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德传统，其间蕴藏的无私品德也不是为了光耀门楣，但他们却间接保卫了个人家庭的幸福。
《流亡》中的沈之菲内心葆有传统的忠孝观，另一方面，其父又是他参加国民革命不得不反抗的对象之一。当沈之菲再度流亡回家时，做父亲的竟迫使儿子对自己的革命活动产生“殊可不必”的悔恨。在《挽歌》​[6]​里，洛达的女友伊岱期望他能和自己一起回祖国参战，可是，惧怕父亲的洛达不敢。洛达内心的冲突也源于忠与孝的矛盾，但他的忠孝矛盾主要表现在“顾小家”还是“为大家”的境界差异，与家庭并无直接的、革命性的对立。





    民族性格不是脱离时空、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抽象物，它在本质上带着特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内容，是一个民族“生活条件的反映”，是民族作家“从周围环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7]​
    （一）坚韧不拔。中国的传统道德十分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坚定的节操。传至20世纪上半叶，这一精神便在中国人和泰国华侨华人身上表现出为民族解放而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的民族性格。
自1931年以来，从《八月的乡村》到《法西斯细菌》、《四世同堂》等作品都颂扬了各类中国人在不同的环境里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英勇抗争的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
    二战期间，泰国亲日政府默许日本实行“大东亚文化共荣圈”， 对侨报控制极严。在这种不利的情势下，珊珊​[8]​始终坚守在《中原日报》的编辑和记者岗位上，直到1958年10月不幸因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被捕。在狱中，他曾写过一首题为《自嘲》的诗，表达了自己愿为华族文化事业奋斗到底的伟大精神。   





    艺术审美是文学上表现文化精神不可缺少的方面。
（一）象征手法。中国自由体新诗滥觞于“五四”新文学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相继崛起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和新诗歌派等几个流派，1927年的《雨巷》显示了由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向。
林蝶衣在《古庙》中选择的意象及其象征的意味与戴望舒的迥然不同，前者传达了一份特殊的审美体验，感叹民族文化传统随着人的易地和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消亡。此外，因空间变换而产生难以驾驭的距离感也是两首诗的区别所在。




    20世纪50年代，泰国华族的现实生存环境并不乐观。以华侨华人的苦乐酸甜为题材的泰华新文学必须满足华族读者的审美需求，如此一来，作家就得凭着良心，以更富民族特色和平民性的审美方式即喜剧来陶冶人们的情操，鼓励他们相濡以沫。








    在价值观念上，中国新文学与泰华新文学都有新的变化且有互相联系之处。
    （一）民族文化精神的升华。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掀起了文化寻根浪潮，随后，泰华文学界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观照传统是文学创作和民族文化心理日渐成熟的标志，同时，这也体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反映了身处中国具体时空的激越情绪，有着整体的发展线索，这种发展脉络体现了人性和人世变迁的复杂性，使中国人不再以青春的热情，单纯地批判和提倡民族文化传统的回归，表现出中国文学文化寻根的混杂性、开放性和超越性。
    泰华新文学作品中，象征华夏文化传统的意象如“屈原”、“苏武”、“茶”、“水仙”、“石狮子”、“龙”、“竹”等频繁出现，它们既显示了泰国华侨华人长久以来的文化心理积淀，又使其文化寻根思潮具有传统性与单纯性。究其根源之一在于华文文学是传承华夏文化的主体，它必然以文化传统为内容; 其二，在多元民族文化并存的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寻求特色和回归传统来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 其三，泰国地处华夏文化圈的边缘，为了对文化交流作出更大的贡献，人们势必回顾传统，并从中攫取人生的智慧和乐趣; 其四，对于饱经风霜的华侨华人来说，故乡的影子就像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灵魂，无法割舍。
（二）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20世纪80年代，随着工业文明的全面进举，人与自然的关系渐渐地成为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相比起来，中国作家的心态会开放、宽容些，也能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吸收科学观念，以积极入世的态度，用生动、曲折的情节和感人、优美的形象把文学与科学结合起来，及时、深刻地反映合理整治环境、根治水土流失的新价值观念——即拯救家园根本上还得依靠科学，如《老井》。泰国华族的心态则偏于稳健，大都以稳重的姿态、主观的意愿来呼吁人们保护美好的生态环境，像陈博文的《咆哮森林》。
    （三）厌弃践踏女性的恶俗。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小市民的心里仍然存有浓郁的封建意识，包括不容女性出名，不让情感破裂的夫妻离婚等等。同时期，泰国华族社会仍然是男权的世界。在这两种生活环境里，处于弱势的女性常常扮演被欺骗、遭玩弄的角色。对此，中国作家与泰国华族作家都表示了厌恶和鄙弃之情。
    陆文夫《井》中单纯、软弱的女知识分子徐丽莎被鄙俗刁滑的朱世一以“喂鸽子”的手段骗取了爱情，他希望她既能当小姐看，又能当丫环使。年腊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银莱轻信老板林再兴对她作出的许诺，以致遭受始乱终弃的凌辱。与前者相比，银莱的痛苦显得传统些。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与泰国华侨华人对待爱情婚姻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吸收了西方人超越物质、摆脱经济束缚以重视爱情婚姻的内质的进步观念。另一方面，抵制性解放观使中国人和泰国华侨华人更加崇尚爱情专一的道德传统。同时，孝道问题也因父子双方对利益追逐观的差异而越来越令人窘迫。
    （一）爱情婚姻的新见。难以离弃的贞节观是中国与泰华的新文学作品中较为重要的道德主题之一。事实上，这一贞节观并不是封建礼教所提倡的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道德，而是人们对爱情持久专一的一种美好的品德。《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钟雨与女裁缝师安巧娜​[11]​便承载了这种精神。
    20世纪末，中国与泰华的新文学都对爱情婚姻受到诸多非道德因素冲击有所表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泰国华侨华人认为只要有真爱，便可不在乎贞节。这看似完全反叛了传统，事实上，不少持这种观念的人，如多米​[12]​、卜幽兰​[13]​越发注重情感的内质。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文学出现了新的知识分子、农民和小市民形象。以他们作为剖析民族性格的对象，可以比较中国新文学与泰华新文学的关系。
    （一）忠贞、无私。王蒙的《蝴蝶》、张贤亮的《绿化树》、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等作品均塑造了经历过“文革”磨难依然钟爱民族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不断地反思国家的苦难、反省自身的错误更显其无私品格。
执著于华文教育事业并为之甘于清贫劳苦则成为泰国华族知识分子忠贞、无私的主要内涵。陈博文《杏坛悲歌》中年届古稀的方老师溘然长逝后，没留下什么，只留下桃李满泰京的好名声。除了建华校之外，坚持华文文学创作亦是泰国华族知识分子李蒙​[15]​等继承中华文化精神的主要方式，这也成为他们忠贞、无私的外在表现。
（二）忠厚、忍耐。忠厚、忍耐是中国新时期农民与泰国华族农民共有的性格特征之一。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是个经历了长期贫困生活的老实农民，他的性格相当丰富而深刻。相形之下，泰国华族作家描写的农民性格较为单一、保守，如巴尔《赔偿》中住在泰国东北高原的木槌​[16]​一家。如果说，陈奂生的性格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那么泰国华族农民这种单一、保守的性格便与他们长期闭塞的生活环境和当地崇尚忍让的佛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 70年代末，中国文学界与泰国华文文坛往来甚多，交流频繁，互为影响。其中，在艺术审美上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新诗潮的涌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出现新朦胧诗，这类诗注重表现自我的情感和心灵世界，以传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体验为主要目的，具有内向性和朦胧性，如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1986年，泰华诗坛受到中国《崛起的诗群》讨论的影响，也展开了关于“朦胧诗”的交锋。此外，台湾现代诗人痖弦、余光中、洛夫等曾相继到泰国做现代诗的专题演讲。泰华诗人李少儒曾言：“林焕彰是泰华现代诗的响导”​[17]​、“他以《世界日报》湄南副刊编辑的身份，推动了泰华新诗的发展”。​[18]​
    泰华朦胧诗中没有西方现代派诗的孤绝感，它更多地继承了“五四”时期新诗及台湾现实
主义诗的精神，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对都市文明与工业社会给予人性的摧残进行了最深刻的揭露及无情的批判。像张望的《孩子，别说我们是那阵风》暗示西方极端纵欲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如无定向的风，滋生出的总是“没有根的梦呓”、“失去光明的孩童”等阴暗而愁苦的意象。
    （二）新小说的探索。1986年作家郑万隆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泰国时，《新中原报》转载了他的小说《空山》​[19]​。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80年代前期中国大陆小说新探索的一种风格，即没有明确的主题、完整的情节和成熟的人物性格。不料，这部小说引起泰国华族作家的批评。然而，从总的来看，对新的小说形式，仍有一些泰国华族作家采取了欢迎的态度。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泰华文坛出现了若干篇摆脱现实主义传统的小说，如刘白的《回光返照》以梦幻的笔法，道出了作者担忧华文教育事业日渐式微的心理; 琴思钢的《猫尸及其他》采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展露了自己对一群身无恒产的都市新流浪者命运的深深忧虑​[20]​。



































^18	   李少儒：《听自己的脚步声》，国际华文诗人笔会论文，1998年。
^19	  赵朕：《泰国华文新文学的历史扫描与前瞻》，《唐山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第59页。
^20	  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二卷），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